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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類型為權變因素之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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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危機溝通管理者視角出發，探討危機類型如何影響「危機溝

通策略」與「危機回應形式」對於「組織–公眾關係」之影響。依據危機

責任歸因低、中、高三程度，本文將危機區分為三種類型：（1）外部–

非蓄意（如天災）、（2）外部–蓄意（如惡意型危機）、（3）內部–管理相

關之危機。本文針對台灣本土500大企業的公共事務或公共關係管理者

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危機類型之「責任歸因」程度越高，「危

機溝通策略」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的解釋力越弱；相反的，「危機回

應形式」對「組織–公眾關係」的預測力則隨危機類型之「責任歸因」程度

增加而增強。文末探討本研究發現對危機溝通與關係管理等理論與實

踐的啟示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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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etermine 

how the type of crisis influ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sis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CCS) and forms of crisis responses and how that relationship affects 

organization-public relationships (OPR). Three types of crisis on a continuum 

of perceived crisis responsibility are examined: external-unintentional crises (e.g. 

natural crises), external-intentional crises (e.g. malevolence), and internal 

management-related crises. Public affairs and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s were 

solicited from Taiwan’s top 500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in a surve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ore that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is involved in 

crises, the less explanatory power of crisis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n 

contrast, the more perceived crisis responsibility, the mor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form of crisis respons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crisis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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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危機一般具有發生機率低（low-probability）但後果嚴重（high-

consequence）的特質，這種特質會影響組織的營運目標，並阻礙財政、

名聲與公共關係等面向之發展（Lerbinger, 2012; Seeger, Sellnow, & 

Ulmer, 1998）。危機管理研究認為，危機若要處理得宜，組織的溝通 

策略應考量形成危機的情境元素（Coombs, 2014; Hearit, 2006; Ulmer, 

Sellnow, & Seeger, 2014）；據此，大量的研究集中於探討危機溝通之 

訊息內容（例如危機傳播策略，詳見Coombs, 2014; Falkheimer, 2014; 

Huang, 2006; Lyu, 2012等研究）以及危機回應形式（response form）（見
Huang, 2008）的影響。危機溝通策略（即危機傳播的內容）通常分為兩

大類─防衛抗辯（defensive）與接納責任（accommodation）（Coombs, 

1998; Lyu, 2012; Servaes, 2012）。此外，危機回應形式則指資訊傳遞的

方式，如回應的主動性、一致性、及時性等（例如Huang, 2008; Liu, Jin, 

& Austin, 2013; Mazzei & Ravazzani, 2011）（詳見圖一）。雖然相關之 

研究成果頗豐，但是整合探討危機回應之內容與形式，並與其所處之

語境（context）進行關聯性探討（Claeys & Cauberghe, 2004; Fraustino, 

2014）者尚屬闕如。

本文從危機溝通者的視角出發，旨於瞭解危機類型如何影響危機

管理者選擇傳播策略與回應形式，並探討傳播策略與回應形式之交 

互作用如何影響管理者對於「組織公眾關係」（organization-public 

relationships, OPR）的自我評價。

本研究從以下三個方向來填補目前危機管理研究之不足。首先，

從危機管理者視角，探討他們處理真實危機的經驗與相關看法，旨在

拓寬目前大量從資訊接收者角度檢測危機傳播效果的研究視角。選取

該視角的原因在於，在真實世界中，基於時間與經費限制，鮮少組織

會根據科學性的、用戶導向的調研結果來進行決策；相反，組織常常

根據危機管理者或處理者的思維方式進行危機回應。因此，瞭解危機

管理者的想法實有其必要性（Sheaffer & Mano-Negrin, 2003）。相較於 

現有文獻採資訊接收者角度（Bradford & Garrett, 1995; Coombs & 

Holladay, 1996; Dawar & Pillutla, 2000, Study 2 & 3; Terwel, 2015），本

研究可以提供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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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嘗試提出一個整合性框架來界定危機類型。目前危機

文獻對於危機類型大致從以下面向進行「類別性」區分，包括：內部–

外部、暴力–非暴力、蓄意–非蓄意、技術性、社會性、技術／經濟、

人類／社會等（Coombs, 1995; Jiang, et al., 2015; Marcus & Goodman, 

1991; Pearson & Mitroff, 1993）。1
 儘管關於危機的類型的研究已十分 

豐富，然而，是否存在一個可以容納各種危機類型的整合型框架？ 

是否可以用「連續光譜」（continuum）的視角、而非純粹「類別區分」

（categorization）之視角來瞭解危機類型？最後，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危機

管理者在危機事件中溝通傳播與「組織–公眾關係」（相互控制度、信

任、關係滿意度、承諾性等四方面）自我評估的關聯性（Gruning & 

Huang, 2000），從而對關係管理與危機關係管理之相關研究做出一定程

度之貢獻。

圖一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與研究假設

危機類別

█  類別一：外部 – 非蓄意危機
█  類別二：外部 – 蓄意危機
█  類別三：內部 – 管理相關危機

因變量：

四種自測的組織 – 公眾關係性結果
█  相互控制度
█  信任
█  關係滿意度
█  承諾性

自變量：

危機傳播策略
█  否認
█  藉口
█  辨明
█  讓步

危機回應方式
█  一致性回應
█  積極回應
█  及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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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危機溝通策略

「危機傳播策略」指組織在危機發生時，用以與其利益關係人溝 

通之言語性或非言語性的傳播內容（本文以下稱「危機傳播策略」）。 

綜合Benoit（2014）、Bradford和Garrett（1995）、Coombs和Holladay

（2014）以及Grappi和Romani（2015）等學者的研究，危機傳播策略大致可

區分為五類：（1）否認（denial）:否認問題事件的發生或存在，或者否認

某人引起了該事件；（2）轉移焦點（diversion）：試圖平息事件，或者通過

製造新的事件或暫時平息公憤（而非道歉）來分散公眾或媒體的注意力；

（3）藉口（excuse）：宣稱被指責的個體不應為事件的發生或後果負責， 

因為某些特定因素限制了該個體對事件的控制；（4）辨明（justification）：

宣稱儘管被指責的個體確實應該為事件負責，但是指責一方加諸於被指

責者身上的標準是不恰當的；（5）讓步（concession）：承認問題事件的 

存在或者被指責者應該對事件負責（Huang, 2006, pp. 191–192）。
Coombs（2014）則強調危機傳播主要基於兩個目的來發展策略—

幫助受害者與維護組織利益；「接納–抗辯」策略則體現不同之目的：

「接納策略」反應組織對受害者的同情心與關懷，而防衛抗辯策略則主

要立基於維護組織利益，因此傾向否認受害者的需求，且相對顯得 

缺乏同情心（Coombs, 1999）。借鑑Coombs（1998, 1999）的概念建構，
Huang、Lin和Su（2005）通過實證研究，將上述策略（Benoit, 1995, 1997; 

Bradford & Garrett, 1995）按「接納–抗辯」與「明確–模糊」兩大面向進

行分類。若按照由抗辯到接納之面向進行排序，大致排序為否認、轉

移焦點、藉口、辨明與讓步。然而，轉移焦點與藉口於此面向上較為

接近，難以區分。考慮到轉移焦點主要的理論貢獻在於「明確–模糊」

面向之上，代表模糊回應（ambiguity），而非「接納–抗辯」面向，故本

研究剔除此項策略，僅考察否認、藉口、辨明與讓步四大策略，以便

有效區分「接納–抗辯」面向之效果差異。

危機回應的形式（form）

「危機回應形式」指組織如何進行或執行危機傳播策略。文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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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果一個組織在危機中能夠向公眾提供及時、一致、積極主動的

回應，那麼該組織受到的潛在傷害將大大降低（Coombs, 2014; Huang, 

2008; Liu, Jin, & Austin, 2013; Mazzei & Ravazzani, 2011）。

「及時回應」係指組織通過立即提供資訊的方式來緩解危機對組織

的威脅。Strong、Ringer和Taylor（2001）的研究顯示，利益相關群體

（stakeholder groups，其定義詳見Augustine, 1995; Coombs, 1999, 2014; 

Huang, 2008; Maynard, 1993）對組織的滿意與否取決於溝通的及時性。

事件或外在環境的變數愈大，及時溝通的重要性愈強。在關鍵時間點

若欠缺及時之溝通，「組織–公眾關係」即會受到負面影響。

「一致性回應」是指所發佈的消息是前後一致、且沒有相互矛盾。

一致性應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是與社會規範的一致性，當組織無法證

明其倡導的價值與社會規範相符時，組織的合法性往往會遭受威脅。

說服研究強調一致性回應的重要性，因為它能夠提升組織的可信度與

擔當（Barton, 1993; Carney & Jorden, 1993; Garvin, 1996）。其二則指資

訊內容的一致性，若組織在危機管理中出現不一致性（如引起相關爭論

或者提供相左的資訊），其可信度與論調的說服力將大打折扣（Sillince, 

2002; Swann, 1987）。

「積極或主動回應」則可定義為組織在危機期間主動或積極溝通的

程度。若組織在危機傳播中消極應對、被動回應或者迴避溝通時，其

逃避、不關心公眾的形象將由此而生（Grunig, 1992）。

組織–公眾關係

「關係管理」已成為公共關係研究與實踐中的一個重要範式（Heath, 

2000; Ledingham & Brunning, 2000）。關係是一種「主觀經驗」的存在

（Greenhalgh, 1987, p. 237），此外「關係」的數種特徵呈現「組織–公眾

關係」的本質；本文借鑑Hon和Grunig（1999）以及Huang（2001a）關於

組織–公眾關係的概念建構，將此構念定義為「組織與公眾互相相信、

承認誰可以有影響另一方的正當權力、互相滿意、以及互相承諾的程

度」（p. 65）。下文釐清這四種「組織–公眾關係」特徵的內涵。

首先，「相互控制度」（control mutuality）指「一方同意另外一方對

自己產生影響的正當性程度」（Huang, 2001a, p. 66），此特徵反映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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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其公眾間不可避免的權力失衡。其次，「信任」（trust）則定義為 

「一方對於向另一方敞開心扉的信心與支持的水準」（Huang, 2001a, p. 

66）。第三，「關係滿意度」（relational satisfaction）定義為「由於正面的

關係預期得到強化，一方對於另外一方產生喜好傾向的程度」（Huang, 

2001a, p. 67）。最後，「承諾性」（commitment）則定義為「一方相信並覺

得雙方關係值得投入精力的程度」（Huang, 2001a, p. 67）。

危機類型：由「危機責任歸因」界定

危機類型是危機管理者制定組織危機傳播策略時必不可少的考慮

因素。現有文獻主要依據公眾是否把引發危機的責任歸咎於組織， 

作為危機類型的標準（Bradford & Garrett, 1995; Claeys, Cauberghe, & 

Vyncke, 2010; Coombs, 1995, 1998）。Bradford和Garrett（1995）使用歸

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劃分出四種危機情境，按責任由低至高排列

為：犯行情境（commission）—欠缺組織犯行證據；控制情境（control）—

存在組織犯行證據，但無法證明組織可以掌控此事件之發生；各持標

準情境（standard）—組織犯行明確且對事件發生具掌控力，然而 

指控者之評判標準存在爭議；同意情境（agreement）—組織犯行明 

確且對事件發生具掌控力，此外，指控者之評判標準具共識。另一 

方面，Coombs（2004）將「危機責任」定義為「利益關係人對組織危機 

進行責任歸因的程度」（p. 268）。Coombs（2004）與Coombs和Holladay

（2011; 2014）採取「內部–外部」與「蓄意的–非蓄意的」雙面向，2發展

出「危機情境溝通理論」（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SCCT），據此，在「危機責任」維度上劃分出三種危機類型：受害者

（victim）、意外（accident）、國際危機（international crisis）。3此理論強

調危機類型與危機責任歸因間的關聯性（Claeys, Cauberhe, & Vyncke, 

2010; Coombs, 1999; Coombs & Schmidt, 2000）。

本文將「內部–蓄意」與「內部–非蓄意」的危機統稱為內部危機，

主要的原因是：只要危機發自組織內部，公眾應皆視其為組織之責

任，不會進一步分析係組織蓄意或非蓄意。本研究強調危機責任的判

定必須從「策略性公眾」（strategic constituency）的視角（相對於組織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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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相關討論可參見Huang, 2006; Huang, Li, Wu, Choy, & Lin, 

2014）。策略性公眾視角強調，組織應滿足其策略性公眾或利益關係 

人的需求或預期（Grunig, 1992; Stone & Cutcher-Gershenfeld, 2002）。
Seeger（1986）視危機為企業的「社會合法性」的威脅，這種威脅的程度

其實取決於組織的行為價值與社會規範是否一致。Coombs（1998, 

2004）則指出：策略性公眾往往不會、也不願深究組織的行為到底是蓄

意的或非蓄意的。相反的，是否與他們的預期、需求相左，才是他們

關心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從策略性公眾如何看待危機類型的角度，以「危機責

任歸因」為整合性框架，將危機依次分為責任歸因低、中、高三類：

類型一：外部–非蓄意的危機。這一類危機由外部、非人為蓄意的

因素引起，如自然災害與意外事故是最典型的例子。從感知危機責任

的角度來看，這種危機對企業責任的歸因應是最低的（Egelhoff & Sen, 

1992; Gupta, 2009; Maddux, Kim, Okumura, & Brett, 2011; Newsom et 

al., 1992; Pearson & Mitroff, 1993）。質言之，當公眾相信組織對於外部

危機的控制有限並且無意（或無法）導致該危機時，公共評價趨向於正

面（Gupta, 2009）。

類型二：外部–蓄意的危機。該類危機指的是由外部人士蓄意引發

的危機。這類危機常常包括產品篡改、人質事件、惡意破壞、工作場所

暴力等等，與Lerbinger所言的惡意攻擊（1997, 2012）和Coombs所言的

恐怖主義（1995）密切相關。這些蓄意行為常常被用於直接或間接地傷

害一個組織（直接傷害如傷害員工或客戶，間接傷害如減少銷量或破壞

生產）。對於這類外部蓄意導致的危機，被指責的組織如果確實無能為

力，公眾對其責任歸因往往會降低（Coombs, 1998）。但是，除非組織能

夠提供強有力的證據，證明自身確實與危機無關，否則，難免遭受池魚

之殃，引發利益關係人對其價值、政策或經營等的不滿甚至怨恨。

類型三：內部–管理相關的危機。這類危機常常發生於組織內部，

或者至少被認為是由組織內部人員引起的。其中的非蓄意危機與
Coombs的組織過失行為和Lerbinger的扭曲的價值觀（1997, 2012）相

關，而其中，社會責任則是大眾關切的面向。另一方面，內部–蓄意的

危機與Coombs的犯規（transgressions）（1995, 1998）和Lerbinger的欺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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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ption）和不當行為（misconduct）（1997）型危機相近，組織的意圖

往往是問題的關鍵。例如，犯規特指「明知會置公眾於險境」的蓄意行

為（Coombs, 1995, p. 457）。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危機傳播策略、危機類型（由「責任歸因」界定），與「組織–公眾關

係」的關聯性。研究指出：當公眾對組織的責任歸因愈高，組織愈需採

取接納策略以求修復其形象（Bradford & Garrett, 1995; Huang, 2006）。

另外，研究也發現，「意外事故」型危機（歸因低）比「醜聞」型危機（歸

因高）更能讓利益關係人接受（Marcus & Goodman, 1991）；另一方面，

在「犯規」型危機中，組織若能展現同情心、同理心，那麼危機傳播策

略對其形象則有正面影響（Coombs & Holiday, 1996）。總結言之，危機

文獻視危機傳播內容理論為一種修辭策略，文獻上的共識是：修辭的

效力會隨著組織責任歸因的增加而減少。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危機之責任歸因」會影響「危機傳播策略」對「組織–公眾

關係」中的關係結果：責任歸因越高，接納責任策略的效果越強，防衛

抗辯策略的效果越弱。

假設二：「危機傳播策略」對「組織–公眾關係」的預測力隨「危機之

責任歸因」增加而減弱：責任歸因越高之危機，危機傳播策略之效果將

越小。

危機回應形式、危機類型（由「責任歸因」界定），與「組織–公眾關

係」之關聯性。Sandman（1993）指出，危機中積極、一致、及時的溝通

可以強化組織與其利益關係人之間的良性關係。若對比危機回應形式

與公共關係理論中的「雙向對等溝通」可以發現：積極、一致、及時的

危機回應形式與雙向對等溝通中的基調是一致的，如：平等、負責、

相互依存、動態平衡、開放系統、以溝通促理解等（Grunig & White, 

1992）。此外，就實證研究結果而言，Huang（2001b）的研究進顯示，

對等溝通能夠增加「組織–公眾關係」中的信任。相應地，Huang（2004）

通過整合三個獨立調研的交叉驗證結果，也發現了「對等溝通」對組織

之總體效益、衝突解決與危機管理三方面均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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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積極的回應形式（包括及時性、一致性與主動性）可以

締造良性的組織與公眾關係。再者，當危機情境中面臨更多之危機責

任歸因，組織或個人則須採取更積極的危機回應形式以求修復組織與

公眾的關係。根據上述討論，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危機回應形式」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的預測力，將隨

著「危機之責任歸因」增加而增強：責任歸因越高之危機，危機回應形

式之效果將越強。

研究方法

圖一標示本研究的研究變項與研究假設。數據本研究針對台灣500

大企業的傳播管理、公共事務與公共關係等部門之管理人員進行的問

卷調查。研究根據《天下雜誌》2001年公佈的台灣本土500大企業名錄

於2002年進行調查。本研究以電話聯繫所有企業，首輪聯繫篩選掉33

家企業，主要原因為：（1）兩家企業於當時已與其他公司合併；（2）另

外31家企業之公共關係事務由其母公司負責，本身並無設立相關部

門。其後聯絡餘下之467家企業，最終回收之有效問卷為160份，回收

率為34%。

在160位受訪者中，47%為女性，七成以上年齡位於31–50歲之間

（77.6%）。近五成受訪者為商科或管理學出身（46%），擁有傳播學

（18%）或法學（16%）學位背景者相對比例較低。就樣本代表性而言，

卡方檢驗顯示問卷樣本與實際母群體（台灣500大企業）在企業排行、

企業年齡、員工人數、股份類型等方面無顯著差異。在行業類別上，

相較於母群體，樣本在金融行業占較高之比重，製造行業比例較低。

總體言之，樣本具有較高代表性。

測量方法

在保密的前提下，本研究要求受訪者回憶其印象最深刻或者最近

實際處理過的一個危機案例。接著，受訪者根據以下七種類型進行危

機歸類（Lerbinger, 2012）：（1）惡意攻擊，（2）外部公眾人為引起的意

外，（3）技術失誤型／科技型危機，（4）組織的不當行為，（5）組織欺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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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隱瞞資訊，（6）自然災害，（7）無法歸類。本研究如實記錄。在分析

數據時，本研究進一步歸類：記錄為2和6者，歸為類型一（外部–非蓄

意）；記錄為1者，歸為類型二（外部–蓄意）；記錄為3、4、5者（內部–

管理相關），歸為類型三。對於19個回答無法歸類的案例，本研究則根

據受訪者的描述，將其中8個案例納入類型一，3個納入類型二，5個

納入類型三；另外3個無法歸類的案例則記為缺失數據。為了釐清不同

危機類型的具體影響，本研究對樣本提供的案例進行分類。在123個有

效回答當中，54位受訪者報告了他們所經歷的第一類（外部–非蓄

意）、第二類（外部–蓄意）危機事件有29個，第三類（內部–管理相關）

危機事件則有40個。

此外，受訪者被要求對自己如何處理危機進行評價。測量方法採

用已有的量表：「危機傳播策略量表」，取自Huang、Lin和Su（2005）的
19個細項，以李克特五分量表（1從不、2很少、3偶爾、4經常、5頻

繁）進行測量。而「危機回應形式」則由於現有文獻中缺乏類似測量方

法，由本研究自行建構（詳見附錄一）。

受訪者還需列出其認為最重要的利益關係人，並且評價利益關係

人如何看待其與組織的關係。此測量方法取自Huang（2001a）建構的 

16項測量量表，以李克特五分量表進行測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所有自變量與因變量的測量平均值、標準差與
Cronbach’s alpha 係數，請詳見附錄一。

危機傳播策略的Cronbach’s alpha如下：「讓步」為 .88，「辨明」為 

.77，「藉口」為 .67（由於「否認」策略由單個類目測量，因此Cronbach’s 

alpha值不適用）。危機回應形式的Cronbach’s alpha則為 .85。四個應變

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如下：「相互控制度」為 .78，「信任」為 .84，「關

係滿意度」為 .78，「承諾性」為 .83。

研究結果

對於三種類型的危機，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來預測組織–公眾關係

的四種特點。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注重的是三種危機類型與組織–公

眾關係的四種結果之間的關聯性。三種危機類型的階層迴歸分析詳見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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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相互控制」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一： 

外部–非蓄意危機

類型二： 

外部–蓄意危機

類型三： 

內部–管理相關危機

應變項：相互控制

自變項 β β β

危機傳播策略（第一階層）：

讓步 .195 .315 -.140

辨明 -.283* -.119 -.201

藉口 -.390** .082 -.147

否認 .220# -.025 .080

Step 1 R² .362 .080 .096

回應形式（第二階層）：

一致性回應 .225 .089 .535**

積極回應 -.076 -.165 .327

及時回應 .170 .450* -.158

R² change .083 .185 .373

Total R² .445 .265 .469

註：# p < .10; * p < .05; **p < .01; ***p < .001；β = standardized Beta。

表二　「信任」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一： 

外部–非蓄意危機

類型二： 

外部–蓄意危機

類型三： 

內部–管理相關危機

應變項：信任

自變項 β β β

危機傳播策略（第一階層）：

讓步 .208 .261 .039

辨明 -.209 -.134 -.147

藉口 -.289* -.024 .077

否認 .021 -.034 .270

Step 1 R² .246 .066 .030

回應形式（第二階層）：

一致性回應 .368* .386# .630***

積極回應 -.312 -.272 .077

及時回應 .343 .447* .069

R² change .174 .269 .412

Total R² .419 .334 .442

註：# p < .10; * p < .05; **p < .01; ***p < .001；β = standardized Beta。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8期（2016）

148

表三　「關係滿意」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一： 

外部–非蓄意危機

類型二： 

外部–蓄意危機

類型三： 

內部–管理相關危機

應變項：關係滿意

自變項 β β β

危機傳播策略（第一階層）：

讓步 .269* .157 -.119

辨明 -.215 -.200 -.141

藉口 -.280# .087 -.026

否認 .087 .046 .222

Step 1 R² .242 .031 .035

回應形式（第二階層）：

一致性回應 .218 .171 .490*

積極回應 -.164 -.137 -.243

及時回應 .295 .628** .586#

R² change .107 .364 .389

Total R² .349 .395 .423

註：# p < .10; * p < .05; **p < .01; ***p < .001；β = standardized Beta。

表四　「關係承諾」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類型一： 

外部–非蓄意危機

類型二： 

外部–蓄意危機

類型三： 

內部–管理相關危機

應變項：關係承諾

自變項 β β β

危機傳播策略（第一階層）：

讓步 .182 .194 .192

辨明 -.061 .008 -.067

藉口 -.301* -.066 -.018

否認 .075 .019 .146

Step 1 R² .157 .023 .072

回應形式（第二階層）：

一致性回應 .309# .272 .527**

積極回應 -.046 -.253 .529#

及時回應 .191 .148 -.476

R² change .162 .074 .375

Total R² .319 .097 .446

註：# p < .10; * p < .05; **p < .01; ***p < .001；β = standardized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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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報告三種危機類型與個別研究假設之研究發現。

有關三種危機類型的研究發現

結果顯示，「危機傳播策略」可以預測第一類危機（外部–非蓄意）

中的「組織–公眾關係」的四種關係結果─危機傳播策略分別可 

以解釋相互控制度（control mutuality）、信任（trust）、滿意度（relational 

satisfaction）、承諾性（relational commitment）的36%、25%、24%與16%

的變異量。第一階段R²在四個應變項上，除承諾性為臨界顯著外，其

餘皆達到統計檢定顯著水準（見表一至四）。第二階段則檢驗「危機回應

形式」的影響，在控制了「危機傳播策略」後，危機回應形式可以有效預

測「組織–公眾關係」應變項中的信任與承諾性，而對相互控制度與滿

意度之預測力亦皆為臨界顯著。此外，整體模型在四個「組織–公眾關

係」的關係結果（相互控制度、信任、滿意度和承諾）的預測效果上仍皆

達顯著水準：整體模型分別能解釋相互控制度、信任、滿意度、承諾

性的45%、42%、35%與32%的變異量。

對於第二類危機（外部–蓄意）來說，R²的統計值指出，危機傳播

策略對於組織–公眾關係四種結果的影響皆未達統計檢定顯著水準。換

言之，危機傳播策略對於惡意型危機（malevolent crises）未呈現顯著預

測力。爾後，在控制了「危機傳播策略」，「危機回應形式」則可有效預

測四種關係結果中兩種關係特質的變異量：信任和滿意度的R²都產生

變化，而相互控制度和承諾性則沒有。

第三類危機（內部–管理相關的危機）的研究發現則出現有趣對比。

首先，「危機傳播策略」對於四個「組織–公眾關係」的關係結果全無預

測效果：統計結果顯示，此階層之R²全部不顯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危機回應形式」對於四個關係結果則全部達統計顯著水準之預

測力。「危機回應形式」分別解釋了相互控制度、信任、滿意度和承諾

性的37%、41%、39%和38%；此階段R²的增長在四種關係特質都達

顯著水準。此外，整體模型之統計檢定也全部達到顯著水準，分別解

釋了相互控制度、信任、滿意度和承諾性的47%、44%、42%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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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研究假設的研究發現

假設一認為，公眾對組織的責任歸因程度會影響危機傳播策略對

於「組織–公眾關係」的預測效果：危機中組織歸因越高，接納責任的

策略越有效，防衛抗辯的策略越無效。研究結果顯示，這一假設並不

成立，防衛抗辯的策略與第一類危機的關係結果出現負相關。在第二

類與第三類危機中，防衛抗辯策略則皆無顯著影響。而接納責任策

略，除第一類危機中，讓步之於關係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外（β = .269, p 

< .05），其餘皆無顯著影響。

總體來看，防衛抗辯策略對於預測第一類危機（外部–非蓄意）中

的關係結果比預測第二（外部–蓄意）和第三類危機（內部–管理相關）

更為有效。

在第一類危機中，「藉口」（excuse）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的四種關係

特質皆出現負面影響：相互控制度（β = -.390, p < .01）、信任（β = 

-.289, p < .05）、滿意度（β = -.280, p < .10）和承諾性（β = -.301, p < 

.05）。「辨明」（justification）也同樣對相互控制度（β = -.283, p < .05）產

生負面影響。「否認」（denial）則對相互控制度（β = .220, p < .10）有細

微的正面影響，而「讓步」（concession）對滿意度（β =.269, p < .05）則

有顯著正面影響。

在第二類危機中，所有危機傳播策略均無顯著預測力。

在第三類危機中，危機傳播策略亦無法預測第三類危機中任何一

種「組織–公眾關係」特質。

總體而言，危機傳播策略在第一類危機中效果最強，而對二、三

類危機則無明顯效果，這表明假設二得到部分支持。

相較而言，危機回應形式除了無法解釋第一類危機以外，可以顯

著解釋第二類危機中的組織–公眾關係的兩種結果和第三類危機中的全

部結果的變異量。結果證明，危機的類型的確會影響危機傳播策略與

危機回應形式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的效果。將這三種危機類型按照

公眾對組織責任歸因程度高低進行排列，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危機中組

織所負的責任越大，危機傳播策略的解釋力就越小，但危機回應形式

的預測力越強。這表明假設三亦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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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意義

本文提出以下四點，說明本研究對於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啟發。

危機類型對傳播策略與回應形式之效果再省思

從三類危機的迴歸分析中可以看出，危機傳播的類型可以顯著影

響危機傳播策略與危機回應形式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的解釋力。危

機策略傳播者依據他們的實際經驗指出，當公眾對組織責任歸因越

高，危機傳播策略的有效性則降低。因此，若將危機傳播策略視作修

辭（rhetoric）之實踐，當組織對危機所負的責任越大，修辭（rhetoric）的

力量則隨減；相較而言，危機回應形式（向公眾提供及時、一致、積極

主動的回應）則越顯其重要性。本研究釐清修辭力量在危機情境中發揮

作用的條件與局限，擴展了目前危機研究中的缺失，也為危機傳播策

略之特定情境下的效果提供解釋與預測力。

謹慎使用防衛抗辯策略

對於第一類型危機或外部–非蓄意型危機，以下兩點值得特別說

明：

第一，與前人研究不同，危機管理者所提之防衛抗辯策略，其實

可能對組織–公眾關係會產生負面影響。本研究發現，在處理自然災害

（natural disasters）或外部事故（external accidents）時，「藉口」（excuse）

與「辨明」（justification）會導致公眾對組織產生不信任（distrust）與不滿

意（dissatisfaction）的情形。相比之前的研究，如實驗室環境下的資訊

接收（message-recipients）研究（例如：Bradford & Garrett, 1995等）和對

於新聞報導的文本分析研究（Huang, 2006），本研究指出，危機傳播管

理者對傳播策略的影響，其實抱持的是較為悲觀的態度。相較而言，

危機傳播管理認為「讓步」（concession）是唯一可以帶來正向關係結果的

策略。

第二，對於外部–非蓄意型危機，由於發生危機或事故的責任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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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所以，組織傾向使用藉口或辨明（Bradford & Garett, 1995）之傳

播策略。然而，本文研究發現指出，危機回應形式與危機傳播策略在

此類型危機中的交互影響很值得探討。首先，儘管變量中包含了積極

主動的危機回應形式，「藉口」（excuse）對於「組織–公眾關係」的負面

作用仍然存在。換言之，即使組織主動且積極的回應危機事件，如果

組織採取「藉口」策略，仍然出現負面的「組織–公眾關係」。與之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辨明」（justification）對組織–公眾之間「信任」關係影

響︰「辨明」策略原來會對「信任」產生負面影響（β = -.316, p < .05），然

而，當加入正向的危機回應形式後，此負面的影響會變為不顯著（β = 

-.209, p > .05)。對危機傳播策略與危機回應形式兩者關係的解讀，無

論在實踐還是理論上都十分有意義。至少以本研究來看，積極主動的

危機回應形式可以減少「辨明」（justification）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

外，「讓步」策略對於相互控制度（β = .265, p < .05）與信任（β = .296, 

p < .05）之正面影響，亦隨著危機回應形式的加入而消失：相互控制度

（β = .195, p > .05）、信任（β = .208, p > .05）。此現象進一步印證
Huang（2008）之研究發現，即危機回應形式對「讓步」之效果產生了中

介（mediating）作用。質言之，若要發揮「讓步」策略之最大效果，積

極、主動、一致性的回應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危機回應形式在「內部–管理相關」危機中的重要作用

對於第三類危機而言，即內部–管理相關所造成的危機，危機回應

形式的解釋力比傳播策略大得多。如上文所言，面對這類危機，無論

是蓄意還是非蓄意，公眾都會責怪被指控的組織（Coombs & Holladay, 

1996）。因此，過往的研究中一致推薦運用讓步策略（concession）或是

同情（compassion）策略（Bradford & Garrett, 1995; Huang, 2006; Marcus 

& Goodman, 1991; Siomkos & Shrivastave, 1993）。然而，本研究所調查

的公關從業者卻認為，任何危機傳播策略都是無效的，包括讓步策略

都不例外；相反的，他們認為，保持積極、主動、即時的回應形式才

是塑造良好組織–公眾關係的重要因素。如同Dutton and Dukerich

（2004）所建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問題上採取的行動會使得組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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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環境中恢復原位」。總體而言，在與內部、管理相關的危機中，與

「回應什麼」（what to respond）（傳播策略）相比，危機管理者似乎更看

重「如何回應」（how to respond）（回應形式）。

重新考慮第二類危機的結構

本模型對第二類危機的解釋力較為有限。本人之前的研究發現

（Huang, 2006）指出，在蓄意、或人為惡意型的危機事件中，混合使用

否認（denial）、藉口（excuse）和辨明（justification）的能帶來正面的新聞

報導（Huang, 2006）。然而，本研究顯示，從危機管理者的觀點來看，

任何單獨使用的危機傳播策略（若無與正向之危機回應形式聯合使用）

皆無法預測正向的關係結果。本人在2006年對於蓄意危機（malevolence 

crises）的研究（Huang, 2006），也的確發現惡意型危機的確存在著較大

的組織與利益關係人間之認知落差。此類型危機所存在的「期望落差」

（expectation gap）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結論

研究意義

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拓展了以往研究之範疇。 以往之研究 

主要分析單一危機事件的研究，譬如：產品危害事件（Benoit, 2013;  

Dawar & Pillutla, 2000, Study 1, 2, and 3）、產品安全事件（Seeger, Sellnow,  

& Ulmer 2012; Siomkos, 1999），或其他聚焦於產品本身的事件等（Coombs, 

2014; Hearit, 1994, 1996, 1997）。本研究則通過比較三種不同類型之危機

來瞭解危機類型、危機溝通與組織–公眾關係之關聯性。從概念上來

講，本研究呼應了Sillince（2002）的觀點，他認為不同的語境（context）都

有其獨特的修辭（rhetorical）要求，且需要配合特定的、合適的修辭形式

（rhetorical form）。

本文對於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Coombs & Holladay, 2011; 

Faircolough, 2000; Jarman & Kouzmin, 1990; Sillince, 2002）的貢獻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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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合探討危機類型、危機傳播策略、以及組織–公眾關係之關聯性。

此外，本研究對於危機傳播者與公關從業者來說，也可以幫助他們從

組織的角度出發，瞭解三種危機類型中，各類傳播策略與回應形式在

危機溝通效果中的優劣得失。

第二，本研究在以往文獻（例如Coombs, 2014; Druckenmiller, 1993; 

Kempner, 1995; Liu, Austin, & Jin, 2011）所強調的危機回應形式之重要

性的基礎上，為公關管理人員的實踐指導提供了量化的證據。一方

面，危機回應形式在內部–管理相關的危機中顯著影響組織與公眾的關

係；另一方面，危機回應形式在自然災害（natural disasters）與意外事故

（accidents）的危機類型上，則具有具體的影響力量─此類危機中「辨

明」（justification）策略會帶來不信任（distrust），但當輔以一致、積極、

且及時的回應形式，則可減少公眾對組織之不信任感。

研究局限及未來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性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討論。第一，組織危機的敏感

性可能讓受訪者無法、或不願意談及所有的細節，因而可能會影響相

關的結果。例如，只有少數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及含有欺騙（deception）

或者不端行為（misconduct）型的危機。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設計中無

法顧及的原因：譬如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氛圍等，也可能會影響問

卷調查結果。第二，本研究以500大企業公關管理者所實際處理之危機

案例為探討對象，受限於現實，樣本數有其先天限制，分為三種危機

類型後樣本數之局限更使統計檢定存在一定程度之困難。本文旨於藉

由實際案例中變項間之關聯性與其所顯現的樣態（patterns），建構初探

性理論模型，相對而言，藉由統計檢定描繪母體非本文之主要目的。

然而，鑑於樣本數的限制，本文建議日後可以本研究發現為主，進行

較大樣本之探討，以達覆證之效。第三，儘管危機類型的分類構架被

縮減三類，以便進行更好之「類實驗控制」與分析，但是就實際情況而

言，確實有其他分類法可以區分更多之危機類型。

儘管如此，本研究應具「啟後」之功能，為未來深入研究上述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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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關係打下基礎。筆者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包含以下幾個方向：第

一，危機回應形式再探索︰本研究顯示，危機回應形式對於外部–非蓄

意類危機的防衛抗辯策略與信任間關係的調節作用相當顯著，且對於

內部–管理相關危機中的組織–公眾關係也具有強大的預測力。未來研

究可以此發現為基礎，深入探討危機回應形式對於危機管理與危機溝

通的影響。

其次，未來的研究可以採用多面向的「成功」或「效果」測量標準。

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不同的資訊接收者（message recipient）（Bradford & 

Garett,1996; Dawar & Pillutla, 2000, Study 2 & 3; Jiang et al., 2015）、大

眾媒體（mass media）（Huang, 2006）、及資訊發佈者（message sender）等

主體對危機傳播管理中「成功」的看法之異同。若未來研究中發現差

異，則需思考如何回答以下問題：顧客更看重危機傳播的策略還是組

織的實際行為？相較而言，資訊接受者與資訊發佈者對於危機傳播策

略的看重比重為何？是否資訊發佈者會否過度輕視危機傳播策略？若

有，造成的原因為何？其他結構化原因，例如法治或是市場份額等的

影響又是什麼？最後，本研究建議應該進一步深入探討危機傳播策略

與危機回應形式間的交互作用。

最後，如同前文所強調般，本研究顯示危機類型在危機傳播中具

有重要的調節作用（moderator），據此，危機情境有待更進一步的檢視

以求建構更完整的模型（Coombs, 2007, 2013）。例如，從「期待落差」

（expectation gap）的角度，針對第二類危機進行更深入的架構探討。再

者，在第三類型「內部–管理相關型危機」中實存在著多種可再細緻化

的危機種類，如價值偏差危機、詐欺、不義行為等（Lerbinger, 2012），

未來或許可以進一步對此類危機進行分類，以便詳盡且獨立地分析各

種具有代表意義的案例。

註釋

1 例如，Pearson與Mitroff（1993）區分了「技術／經濟」與「人類／社會」兩種
危機類型，這兩種又各有嚴重與一般之分。Kovoor-Misra（1995）從危機可
能影響的面向出發，探討組織引起這些危機的觸發面向，並以此為基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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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危機類型。Kovoor-Misra、Clair和Bettenhausen（2001）根據危機的觸發
與進展分出了三種類型的危機：技術失誤型危機、衰退（decline）危機與發
展（developmental）危機。Lerbinger（1997），在綜合考慮危機的觸發與面
向之後，確認了三種主要危機類型與七種次類危機：物質世界的危機（包
括自然與技術）、人類思潮的危機（包括對抗與惡意攻擊）、以及管理失敗
的危機（包括扭曲的價值觀、欺詐與不當行為）等。

2 「內部–外部」面向與歸因理論（Hardin, 1982; Weiner et al., 1988）中的控制
面向與內部性／外部性（introvert/extrovert）區分（Coombs, 1995）相關聯，
「外部」指的是危機由組織以外的人或組織引起的。早前的文獻也已說明
危機是否可控（個人控制）與危機責任歸因有極大正向關聯性（Coombs, 

1999; Coombs & Schmidt, 2000）。另一方面，蓄意性意味著可控性─ 一
個蓄意的行為比非蓄意的行為更加可控（Hardin, 1982）。

3 這三種類別的特徵分別為：（1）受害者：危機由外部的力量引起，且這種
力量超出了組織的可控範圍；（2）意外：這一類危機由於組織管理引起，
但並非刻意導致危機，或者組織在預防其發生上力不從心；（3）蓄意的：
組織明知違法的運營，或者明知產品有缺陷卻放任其流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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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變量的平均值、標準差、可信度

Variables Label
Number 

of Items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Alphas)

Construct 

Reliability
Items Mean SD

自變量： 讓步 7 .88 .88 #16 承認被指控的行為 2.23 1.03

危機傳播

策略

#18 承諾改變組織的公共政策 2.35 1.20

#17 承諾補償受害者 2.26 1.11

#19 為公眾提供指導性資訊，如怎樣
應對危機

2.66 1.35

#20 為公眾提供適應性資訊，如應對
危機的心理指導

2.64 1.38

#11 道歉並／或請求原諒 2.12 1.31

#14 承諾會改正錯誤或者在未來進行
更多的預防措施

3.58 1.29

辨明 5 .77 .77 #9 宣稱事件並不像外界所言般嚴重 3.21 1.30

#10 宣稱企業也是受害者之一 2.96 1.31

#8 通過強調過往良好記錄或事件來
減少外部批評

3.83 1.13

#15 攻擊指控者或指控本身 2.21 1.21

#13 以更有利的角度重新定義或設定

事件起因的框架

3.15 1.29

藉口 3 .67 .68 #4 宣稱企業沒有足夠的能力或資源
來預防該事件的發生

1.88 1.12

#6 宣稱該事件的出發點是好的 1.96 1.09

#3 宣稱該事件的發生只是對其他人
所提要求或公共政策轉變的合理
回應

2.17 1.31

否認 1 — — #1 否認指控 1.80 1.16

3 .81 .87

自變量：

危機回應

形式

一致性
回應

    發出／做出一致的聲音或行為 4.20 .79

積極 
回應

積極主動地作出言語上或行動上
的回應

4.05 .91

及時 
回應

保持及時向公眾更新最新資訊或

情況

3.8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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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續）

Variables Label
Number 

of Items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Alphas)

Construct 

Reliability
Items Mean SD

因變量：

四種組織 

公眾關係

相互控
制度

4  .78 .79 在過去的交往中，他們會覺得他
們的意見對我們的決策過程很重
要

4.04 .66

在大多數案例中，他們會覺得雙
方有平等的影響力

3.97 .63

他們會認同組織並且對從對方身
上獲益的預期上有共識

3.88 .58

他們會認同組織並且認為雙方在
利益得失上的關係是對稱的

3.81 .72

信任 4 .84 .84 他們會認為我們以誠相待 4.22 .67

他們會認為與其他組織相比，我
們公平公正地對待他們

4.07 .69

他們覺得我們是可信的 4.08 .63

他們覺得我們會信守承諾 4.03 .68

關係滿
意度

4 .78 .78 一般而言，他們認為我們能滿足
他們的需求

3.84 .67

滿意度 4 .78 .78 一般而言，他們覺得我們可以滿
足他們的要求

3.84 .67

一般而言，他們不會覺得我們的
關係有問題

3.94 .67

總體來說，他們對我們之間的關
係感到滿意

3.90 .67

他們會認為我們的關係是好的 4.13 .59

承諾性 4 .83 .83 他們不會願意與我們斷絕關係 4.13 .61

他們希望可以與我們維持長期關
係

4.22 .66

他們相信值得繼續維持與我們的
關係

4.29 .65

他們期望可以與我們保持長期的
關係

4.22 .66

他們不會希望未曾與我們建立關
係

4.09 .59

本文引用格式

黃懿慧（2016）。〈危機溝通策略與危機回應形式：危機類型為權變因素之效果
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8期，頁135–164。


